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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肥料革命？

———对于彭慕兰 “地缘优势”理论的批判性回应

萨福克大学　薛　涌　　　译　王大任

　　摘要：一种新型的商品化肥料———豆饼的采用标志着一项晚明江南农业的重

大科技进步。豆饼 的 流 行 是 两 种 发 展 趋 势 的 结 果：清 代 江 南 地 区 严 重 的 肥 料 短

缺、“满洲”豆制品的输入。然而，近来彭慕兰和李伯重的研究将来自 “满洲”

的进口数量夸大了１０～２５倍。他们同样对东北豆饼的输入主要集中于１８世纪末

到１９世纪初的三四十年这样一个被限定的时间结构区间的情况一无所知。事实

上，尽管 “满洲”具有生产足够豆饼以解决江南地区肥料持续性短缺的潜力，这

种潜力在外国势力进入中国贸易前却长期没有被展现出来。１９世纪江南农 业 的

停滞不前是源于该地区利用 “满洲”改进其农业上的失败，而并非如彭慕兰所声

称的缺少英格兰所具有的那种 “地缘优势”。

关键词：豆饼　肥料　海运　满洲　江南　地缘优势

彭慕兰在２０００年出版的 《大分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论点：中

国和日本的部分发达地区，例如江南和畿内地区，前现代的发展水平与同时期的

英格兰是并驾齐驱的。仅仅是在１８００年以后，当英格兰从其可以在北美开发资

源和市场的 “地缘优势”中获益时，其与上述地区的 “大分流”才开始出现。

尽管该书引起了普遍的激烈争论，其中的很多经 验 主 义 论 证 仍 说 不 过 去①。

从安东尼·魏格礼 （Ｅ．Ａｎｔｈｏｎｙ　Ｗｒｉｇｌｅｙ）、罗伯特·艾伦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ｌｌｅｎ）和黄

宗智等大多数彭慕兰批评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１６００年到１８００年间，英国从事

农业的人口在总人 口 中 的 比 率 缩 小 了 近 一 半，在 总 人 口 数 上 升 了２．１倍 的 情 况

下，从７０％下降到了３６．２５％。１７００到１８００年间，英国的谷物和家畜产量在农

业劳动强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翻了一番 （黄宗智，２００２：５０２～５０３）。马克·欧

维顿 （Ｍａｒｋ　Ｏｖｅｒｔｏｎ）也论述：尽管人口急剧增长，英格兰在１７８１年以前几乎

① 黄宗智对彭慕兰著作的评论及彭慕兰的回应引 发 了 这 场 争 论 （黄 宗 智，２００２），也 有

其他一些学者对这场争论做出了贡献，见 《亚洲研究杂志》６１，２ （２００２年５月）：５０１～６６２，

及 《美国历史评论》１０７，２ （２００２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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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进口过食品。直到１８０１年，英国的食品进口额仅占其生产总数的５％ （欧维

顿，１９９６：７５）。此论据清楚地揭示：甚至在英格兰被声称开始利用其 “地缘优

势”的１８００年以前，其 农 业 在 产 量 和 劳 动 生 产 率 方 面 早 已 经 历 了 显 著 的 增 长。

这项成就可以被合理地称为 “一场农业革命”①。

相反，１９世纪的江南地区并没有产生可以与之 相 提 并 论 的 发 展。我 们 找 不

到其无论是稻米产量还是劳动生产率显著增长的任何直接证据。彭慕兰指出豆饼

肥料的采用可以被视作农业发展的一项技术性突破———他坚信，这种新型的商品

化肥料不仅增加了总产量而且节约了劳动。在对黄宗智批评的响应中，彭慕兰提

供了一项旨在讨论江南地区肥料使用情况的附录，但其严重地依赖于李伯重发表

于１９９８年的、声称大量 “满洲”豆饼进口开启了一场 “肥料革命”的研究成果。

彭慕兰提供了两项估计数据以测算这种肥料革命的影响。他更加保守地声称

江南地区从 “满洲”进口了２００万石 （相当于３亿５千２百万磅）豆饼肥料。肥

力大致相当于１１５～１７５亿磅适当稀释过的肥料，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３１００万

人口则提供了大约１９０亿磅稀释前的人粪尿肥料 （稀释后大约５７０亿磅）。换句

话说，“满洲的豆饼大约供应了该地区人们施用肥料总量的２０％～３０％” （彭慕

兰，２００２：５８３～５８４）。引据珀金斯１９６９年发表的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的研究，彭

慕兰声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肥料使用在明代晚期就已达到了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

水平，而在那时该地区的人口———肥料的主要来源———尚不超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数量的一半。作为肥料另一主要来源的猪的数量则大体赶上或略微超过了人口的

增长。因此，大量被输入的豆饼可能会造成一些肥料上的过剩。在李伯重的一项

乐观估计中———彭慕兰相信，“很像”是真实的———豆饼的输入数量是上述估计

的２．５倍，所提供的肥效相当于江南地区可供人粪尿肥料的５０％～７０％。彭慕兰

主张无论按照上述哪种计算，“满洲”豆饼所造成的影响都是确信无疑的 （彭慕

兰，２００２：５８３～５８４）。

尽管黄宗智质疑李伯重的估算 （黄宗智，２００２：５０８ｎ８），他既没有将此问题

考虑得更加深远，也没有怀疑彭慕兰对于 “满洲”豆饼输入数量的更低数量的估

算。结果，这一资料被普遍地认可。一些经济史学家甚至将李伯重的资料视作江

① 根据欧维顿所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为止，学者们将英格兰的 “农业革命”归为下列

三个时间段之一：１５６０～１６７３、１６５０～１７５０以 及１７５０～１８５０年。到 了７０年 代 末，大 多 数 学

者倾向于第二种时间划分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新的研究巩固了 “‘农业革命’是１７５０年以前

的一种现象”的观点 （欧维顿，１９９６：６～７）。欧维顿在自己的书中认为农业革命覆盖了１５００

～１８５０这样一个时段，但是他讨论的大多数变化发生在１８００年以前。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９４　　　

南地区经济高度发达的有力证据。①

然而，我的研 究 显 示，被 输 入 的 “满 洲”豆 饼 数 量 仅 仅 是 彭 慕 兰 估 计 的

１０％，或者说是李伯重估计的４％。更有甚者，这一资料至多在１８世纪末到１９

世纪初这三四十年才达到———甚至根据彭慕兰的研究，这一时期的江南农业也已

经开始停滞或衰退。无论输入的豆饼数量还是其输入的时段都不支持所谓的肥料

革命理论。这一发现严重地挑战了彭慕兰对于江南经济的评定以及其对英格兰和

中国之间１８００年以后 “大分流”的更深入的讨论。

“满洲”豆饼进口总量

豆饼是现代化肥发明前可用的最先进的商品化肥料之一。在传统中国，油料

是通过压榨大量谷物获得的，压榨后的残渣则被压成油饼，例如豆饼、芝麻饼、

油菜籽饼、棉籽饼和花生饼 （吴承明和许涤新，１９８５：３４５～３４７）。这些饼中包

含有比其它传统肥料多得多的对庄稼生长至关重要的氮肥，而且他们可以被更加

快速地分解到土壤中。豆饼还是一种很好的饲料，甚至时常被人们所食用 ［郑光

祖，（１８５２）１９８２：《灾书２》，３４］。②

在帝制时代末期，江南农业以 “一年两熟制”为基础。自从传统肥料无法在

这种对地力消耗严重的种植体制下维持土地的肥力，豆饼就开始对于可持续的农

业种植变得 至 关 重 要。从 晚 明 开 始，豆 饼 及 其 它 饼 肥 日 益 流 行 起 来。③ 毫 无 疑

问，豆饼的引进是江南农业的一项主要技术变革。

然而，彭慕兰严重地夸大了来自 “满洲”的豆饼输入数量。他毫无批判地依

赖于李伯重的研 究，该 研 究 曲 解 了 包 世 臣 在１８０４年 已 经 备 受 质 疑 的 观 察 报 告：

“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２］李伯重声称，

包所提到的作为一种体积单位的 “石”是相当于江南地区标准石或市石２．５倍的

“关东石”。因此，包世臣报告中的１０００万石大概等于２５００万江南标准石 （李伯

①

②

③

例如，龙登高在他最近的书中讨论 江 南 输 入 “满 洲”豆 饼 时，赞 许 地 引 用 李 伯 重 的

数据 （龙登高，２００３：８６）。

根据清代南浔镇的方志，“在淮北见舟人以豆饼和赤 籼 炊 饭 饱 餐，且 盛 称 其 滑 美。南

人则唯凶年偶取以济饥，平时无食之者”［《南浔镇志》，（１８６３）１９９２：２４．１４］。

在应用一种相似的集约 型 双 季 农 业 的 德 川 幕 府 时 期 的 日 本，鱼 干 或 鱼 渣———另 一 种

高级的前现代肥料开始成为主要的商品化肥料。但是，当第一次中日战争后，“满洲”豆饼被

日本农民引入，并迅速地取代了 鱼 干。豆 饼 直 到 化 肥 开 始 进 入 日 本 市 场 前 的 一 战 期 间，日 本

一直保持着支配地位 （满史会，１９９０：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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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１９９８：１１４，２０９ｎ３５）。

事实上，包世臣自己已经直截了当地说明这一资料：

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船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

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上海、宝山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

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名曰船商。自康熙二十四年

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２］

十分清楚，被包世臣用来度量航载体积的 “石”是等同于江南标准石单位定

制的 “官斛”。

吴承明，一个李伯重所引用的学者，总结了当代很多对于不同种类 “斛”的

讨论。作为一种度量谷物体积容器的一 “斛”，等于一石。既然这种容器的常用

型号随地区的不同 而 不 同，一 种 地 区 间 的 固 定 互 换 比 率 就 必 须 被 确 定。例 如，

“仓斛”和 “苏斛”（苏州斛）大体上等于官斛。让此问题变得有些复杂的是，在

“满洲”南部 的 关 东 地 区 使 用 着 一 种 与 官 斛 同 音 不 同 意 的 关 斛。关 斛 是 官 斛 的

２．５倍 （吴承明和许涤新，１９８５：６５５～６５６）。因此，由关斛决定的石叫关东石，

相当于江南地区官石的２．５倍。

既然不同的规格易被混淆，大多数清代作者在讨论海运时会澄清他所用的是

哪种石。因此，在１９世纪关于水脚的奏折中，谢占壬说道：

江浙两省商船。迩年陆续加增……足有一千余号。大小统计。每船可装

仓斛南粮一千余石。至于水脚价目……极贵之时。每关石计水脚规银三两。

每两折实钱六百七十六文。每关担计仓斛二石五斗有零。（《皇朝经世文编》，

４８．１２）

在此段中，谢占壬换算了关东石和关东斛，它们等于２．５标准石。

施彦士，一个谢占壬同时代的人，也提供了一个固定的比率：

（水脚）若就现在民价。每石一两四钱。每两折钱六百三十文。合足钱

八百八十 二 文。而 关 东 一 石。当 江 苏 二 石 五 斗。则 苏 石 只 须 钱 三 百 余 文。

（《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１５）

在这两段中，作者都以关东石讨论水脚，但是都将关东石转化成标准石以避

免混淆。更重要的是，谢占壬根据关东石规定水脚，且仍用标准石计量沙船的承

载体积，这看来是一项规定程序。

很不幸的是，李伯重无视上述证据。他猜想既然东北豆饼是江南地区的主要

进口商 品，东 北 的 度 量 单 位 或 者 说 关 东 石 也 必 然 在 那 里 普 遍 使 用 （李 伯 重，

２０００：３５８～３５９）。在 《皇朝经世文编》关于东北海运输入的讨论中，这本书当

然也是李伯重的根据，关东石仅仅被用来计算水脚，而并非沙船的承载体积。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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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重并没有在包世臣的文章中找到其使用关东石而非官石的原文证据。相反，在

李伯重引用的同一文章中，包世臣明确地声明：“凡客商在关东立庄者，上海皆

有店。上海有保载 牙 人 在 上 海 店 内 写 载 先 给 水 脚，合 官 斛 每 石 不 过 三 四 百 文。”

［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２］这句话说，即便是从东北运送到上海的商品也用

标准斛或石计量，而不用关东石。

在另一篇文章中，包世臣更加深入地解释说：

沙船揽载关东豆货，水脚长落不一。口争多寡，率难平允。似宜吊取本

年现写客货契票，将关石伸为仓石 （上海人呼斛为仓石）。［包世臣，（１８７２）

１９６８：１．２］

此段显示，包世臣自己倡议不仅在沙船承载体积上而且在水脚上以标准石代

替关东石，以避免不必要的混淆。很难想像他自己会混淆这两种计量单位。由此

可见，在他写 “豆麦千余万石”的时候，他是以官斛或标准石计量的。

李伯重的推测走得更远。从供给方面入手，他试图证明 “满洲” （东北）有

能力生产供给包世臣时代往江南２５００万石输出量的１０００万石大豆：

根据民国 时 期 的 统 计，１９１３～１９１８年 间 东 北 三 省 平 均 每 年 种 植 大 豆

２４００亩 （其中，辽宁和吉林总计１７５０万亩）；在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平均每

年生产２８９０万石……根据这些资料，１８５０年以前东北地区生产１０００万石产

量是完全可能的。既然绝大部分的东北豆饼产品在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前是通过

海运到达江南地区的，对于上海每年１０００万石的输出量是可信的 （李伯重，

１９９８：１１４，２１０ｎ３７）。

这一论证在逻辑上富于极大的跳跃性。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李伯重首

先声称１８５０年比１９１４～１９１８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接下来断言全部的生产都被输

出了。

开列从包世臣的时代 （大约１８００年）到２０世纪前十年的该地区经济发展情

况。１８０４年时的大豆年产量看来不可能达到了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间平均年产量的三

分之一。在１８２０年，官方记录里， “满 洲”仅 有 刚 过２３００万 亩 耕 地 （梁 方 仲，

１９８０：４０１）；１９０９年，记 录 的 数 字 已 超 过１亿 亩 （孔 经 纬，１９９０：３１３）。在

１８５０年，东 北 人 口 是２８９８０００人，但１９１０年 增 加 到 了２１５８２２００ （孔 经 纬，

１９９０：２４８）。赵中孚１９９９年列出的资料 （表１整理）略有不同，但是它们显示

出一种相同的人口统计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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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满洲”人口数 （１６６１～１９２１）

年　　代 人　口 （丁） 人　口 （总计）

１６６１

１６８３

１７３４

１７６１

１７８１

１８４０

１８６４

１８８４

１８９５

１８９８

１９０７

１９０８

１９１５

１９１９

１９２１

５５５７

２６２２７

４５０８９

８１７７１

８２８０３

６６８８７６

２９２０９３

１６６５５４３

２１８７２８６ （或者３１８９０００）

４７３７０００

３０２４０００

５４１３０００

１４４５７０８７

１８７７４０００

２０１１２０００

２２０８２０００

２３１５６０００

来源：赵中孚，１９９９：６８６～６８８

注：丁＝负税役的成年男性。

尽管人口和耕地的数字在官方文件中肯定被低估了，大体的趋势是明显的：

在包世臣的时代，“满洲”的耕地面积低于２０世纪１０年代的四分之一，人口则

要少于７％。① 在１９世纪初期到２０世纪初期，总共有２０００万人迁入这一地区。

与２０世纪１０年代中期相比，使用着远为落后生产技术的不到其７％的人口，如

何能在只有其四分之一的耕地上生产出同样年产量的大豆来？把包世臣的资料解

释为关东石，则李伯重不仅要全力收集资料搞出那１０００万石的大豆产量———这

一数字在１９世纪初是不可能达到的，而且要把 “满洲”１５００万石的总产量设法

加成其２５００万的输出量———显然他做不到。

即使假定以标准石衡量，包世臣的数据包含有夸大的成分。在１９世纪早期，

很多学者和官员们试图说服清廷在从江南向首都运送粮食时以海运代替已经淤塞

① 没有１９世纪早期 “满 洲”人 口 的 可 靠 数 据，但 是 表１显 示，１８４０年 的 人 口 仅 是２０
世纪１０年代数字的７％。１９世纪初期的迁入人口也许使１８４０年的数字激增而远超包世臣讨论

的１８０４年的水平。这些数据收集自官方记录，仅仅不完善地反映人口的实际情况；但是它 们

的大概趋势是难以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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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漕运。因为包世臣是一个海运的热心拥护者，他的报告有一个明显的政治议程

倾向。他强烈地渴望证明海运可以低损耗地比漕运运送更多的货物。为了击败其

论战对手，他夸大了沙船船队的运载能力。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很少有其它出处

的资料认可包世臣的估计。

另一位生活在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的学者谢阶树揭露了根据 “满洲”资源的

夸大话语。自清代中期以来，一些人指出 “满洲”的土地是肥沃的并且其过剩的

农产品正在 被 卖 往 江 苏、浙 江、福 建 和 广 东。既 然 北 京 离 “满 洲”较 其 它 地 区

近，他们力劝政府在江南地区将税收折色以便在市场上购买３００万石 “满洲”粮

食。谢认为这种说法仅仅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极富修辞地问到：“关东虽

饶，亦安能取盈于三百万石之数乎？”在他看来，收成好时政府也最多能从 “满

洲”和近畿地区购得３０万石各种粮食 （《皇朝经世文编》，４７．８～９）。从东北输

出３００万石粮食都是一个可笑的问题，更别说令人惊愕的１０００万石了。

谢的估计也许过于保守，然而下列理由却是合理的。清政府在早期为了保护

当地旗人粮食 供 应 而 严 禁 “满 洲”地 区 的 粮 食 输 出 贸 易。在 乾 隆 朝 （１７３６～

１７９５），该地区偶尔会经历国家范围内的粮食输出。数年后，当粮食输出并未造

成本地粮食价格急剧上涨的趋势很明显时，政府放宽了禁令，尽管如此，每船仅

能在政府的严格监控下运载较少定量的大豆。全面的大豆输出禁令在１７４９年被

终止。在１７７２年，这一限制也被取消 （加藤繁，１９５３：５９６～６０３）。上述事例说

明东北本地谷物和大豆的消费是巨大的。输出全部的 “满洲”大豆产品与清政府

保护 “满洲”本地消费者的基本政策是相背的。即使 “满洲”的大豆生产面向世

界市场出口的１９２３～１９３１年，粮食总产量中也仅有３０％～５７％被输出 （严中平，

１９５５：８０）。因为大豆没有成为一种国际商品，其１９世纪早期的输出率可以确定

少于３０％。

日本学者加藤繁利用山海关政府关税数据计算出１７８０年 “满洲”大豆出口

量大约是１２８万石。但是由于１７０７年时 “满洲”地区所有主要输出地———牛庄、

熊岳城、复州和锦州都归列在山海关管理下 （加藤繁，１９５３：５９６、６０５），他的

数据不仅包括了从牛庄的海路输出，也包括了很可能针对中国北部地区而非上海

的陆路输出。换句话说，最终到达上海的输出总量必然小于１２８万石。

日本满铁公司提供了此后关于经过 “满洲”唯一最重要出口港———营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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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产品的不完全报告。表２显示了在外国公司控制了贸易 的１８６４年 以 后① “满

洲”大豆的输出情况。尽管１７８０年与１８６４年的资料间存在着差距，我们可以通

过有用的信息描绘出三个结论，这将有助于我们估计１９世纪早期的江南地区豆

饼进口情况。

第一，１７８０年１２８万石的资料比１８６４年以前被发现的任何资料更加贴近包

世臣时代 （１８０４年）的输出总数，因为相对于其在１８６４年以后外国贸易和现代

科技强力冲 击 下 的 高 速 转 变，１７８０年 到１８０４年 间 “满 洲”农 业 和 贸 易 发 展 极

小。第二，尽管不完全，１８６０年前的资料也可反映豆 饼 成 为 一 种 高 度 商 品 化 商

品的１８６４年以后的情况，② 其输出数量等同于大豆。我们可以确定１８０４年豆饼

在 “满洲”大豆产品输出中所占比率相当的低。③ 第三，并非所有的大豆和豆饼

都被输往上海，福建和广东同样输入了很大数量。④ 通过第一点和第三点我们可

①

②

③

④

在１８５９年，英法联军占领了天津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 《天津条约》，该条约新开了５
个通商口岸。营口就是其中之一。足立启二指出：在１８６２年，对外国船只的豆 禁 被 废 止。外

国蒸汽船开始在豆制品的运输中 居 于 主 导 地 位，从 而 推 动 了 豆 饼 价 格 上 涨 及 将 中 国 沙 船 逐 出

市场 （足立启二，１９７８）。外 国 的 支 配 时 间 也 许 比 足 立 启 二 所 相 信 的 更 长 一 些。例 如 在１８６４
年从营口输出的豆饼和 豆 油 总 数 为１６６５３００担，等 于１１８９５００石———甚 至 比１７８０年１２８００００
石的输出量还低。尽管这些数据可 能 因 占 有 很 大 比 率 的 中 国 船 只 运 载 豆 制 品 量 的 漏 报 或 完 全

忽略而与实际数据相比打了折扣。到１９世 纪９０年 代 外 国 船 只 已 占 据 了 贸 易 的９０％。我 感 谢

艾仁民，他提醒我关注１８６４年以后中国沙船的命运并提供了相关数据。

艾仁民对于 “满洲”豆品输 出 的 估 计 更 高 一 点：１８００年 时 达 到１５０万 石。他 通 过 假

设７５％的 “满洲豆”输出率 而 得 出 这 个 数 字 （艾 仁 民，２００７：８章）。我 相 信 这 一 比 率 过 高，

因为如上所记，即使在１９２３～１９３１年间，仅仅有３０％～５７％的 “满洲”大豆被输出。更有甚

者，即使我们接受了他的估计，到 达 上 海 的 豆 产 品 总 量 仍 然 更 少 得 多：大 量 豆 产 品 被 运 往 其

它地区，如广东、福建和台湾。

由于 “满洲”榨 油 工 业 的 迅 速 发 展，在 输 出 的 豆 产 品 中，豆 饼 的 比 率 上 升 了 数 倍。

１７７２年，盛京将军恒禄上书皇帝声称：大豆 在 “满 洲”仅 仅 被 用 作 豆 腐 和 豆 酱，并 没 有 看 到

用作豆饼和其它用途 （加藤繁，１９５３：６０１～６０２）。李 伯 重 也 承 认， “满 洲”输 出 的 大 多 数 豆

品是大豆，直到晚清以前，“满洲”的榨油工业始终没有得到发展，而 “满洲”也不可能生产

很多豆饼 （李伯重，２０００：３５９）。

足立启二相信，１６６２年以前，“满洲”豆饼运到广东和福建的比例很少，因为其中海

运的数量极少，他过于夸大了从 “满洲”向 上 海 以 南 地 区 海 上 运 输 货 物 的 技 术 限 制。１９世 纪

初的很多同时代的人都报道 说 有 南 方 的 船 在 北 方 航 行 ［魏 源，在 《皇 朝 经 世 文 编》，４８．２３；

郑光祖，（１８５２）１９８２：《灾书２》，１］。加藤繁也发现在１８５０年以前福建广东到东北间活跃的

海运，并运输了大量的糖，更重 要 的 是，豆 饼 也 被 输 往 台 湾，尽 管 他 认 为 其 中 大 多 数 是 被 沙

船从江南运来的 （加藤繁，１９５３：６０６～６１２）。松浦章关于福建造船业的研究也表明，在１９世

纪６０年代以前很久，该省的很多船只就到达了 “满洲”并带回了豆产品 （松浦章，１９９５：６７９

～６８３）。这些证据显示，在１８６２年以前，就有大量的 “满洲”豆饼被运到广东和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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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定地估计：１８０４年大约有１００万石大豆产品被 输 往 上 海。第 二 点 使 我 们 可

以得到以下结论：在这些大豆产品中，不到一半是豆饼，即少于５０万石。如果

我们假设这些豆饼中的３０万石被用作猪饲料，则用作肥料的不到２０万石———仅

彭慕兰估计数的１０％。①

那么我们应该如 何 解 释 包 世 臣 的 评 价？解 释 他 资 料 的 一 种 途 径 是 假 设 超 过

１０００万石的豆麦并非仅仅来自于 “满洲”，而是来自于这个北部中国加上江苏北

部。谢占壬———一个与包世臣同时代的主要海运倡导者报告了这样的一则资料：

“凡北方所产粮豆枣梨 （海）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皇朝经世文编》，

４８．１０）② 尽管谢占壬开列出了与包世臣同样的数据，然而他却与前者有两处不

同。首先，他的货物量包括整个中国北部地区产品，而不仅仅是来自 “满洲”豆

麦。其次，他的数据包括运至镇江的货物，而非仅仅是运至上海的。

表２　从营口输出的 “满洲”大豆产品 （担）

年份 大豆 豆饼 豆油

１８６４　 ８１６０００　 ８４２０００　 ７３００

１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００００　 ２３０００

１８６９ （Ａ）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１４５０

１８７５ （Ｂ）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１１６４０

１８８２　 ２００００００以上 ２００００００以上

１８８７　 ２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

来源：《满铁报告》，转引自满史会，１９９０：５４７。

注：１担大约等于０．７石。

Ａ：对外国的输出禁令解除。

Ｂ：在１８７４年，蒸汽船的运载量开始超过民船的运载量。

作为对海运历史的接触，谢占壬的报告看来比包世臣的更加值得信赖。根据

谢的叙述：

①

②

李伯重承认 “大多数豆饼被 用 作 猪 饲 料”并 间 接 支 持 了 猪 粪 肥 料 的 增 长 的 说 法 （李

伯重，１９９８：１１４）。

李伯重再一次声称 “谢占壬清楚地说明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江南地区从海路输入北方的

豆、麦、梨及枣不下１０００万关东石 （１关东石＝大约２．５标准石）”时，曲解了原始材料 （李

伯重，１９９８：２０９ｎ３５）。既然这些输入品 来 自 北 方 不 同 地 区，包 括 山 东、天 津 和 “满 洲”，为

何要把他们换算成在天津和山东 从 不 使 用 的 关 东 石？谢 占 壬 作 为 一 个 有 着 不 寻 常 实 践 经 验 的

人，无论在何时涉及关东石和标准石的换算时都会将比率澄清。（《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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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代天津奉天。通商未广。江 南 海 船。多 至 胶 州 贸 易。不 须 经 过 登 州。

则登州海面。既无商贾往来。舟人伎俩。无从习练。故前明海运南粮。乃自

江南出口。运至胶州。仍用漕船。由山东内河二千余里。运至登州。再装海

船。转运天津。（《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９）

假设很多沙船在清代航行到了登州，且江南地区的水手很快就熟悉了中国北

部的海运航线，我们仍然有理由确定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仅仅到达了山东，而这

一地区也许比 “满洲”输出了更多的 “豆麦”①。“满洲”港口在漫长冬季里的封

冻阻止了江南水手前往北部海岸线进行探险。② 艾仁民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Ｉｓｅｔｔ）的研

究显示：在包世 臣 声 称１０００万 石 大 豆 和 谷 物 被 从 “满 洲”海 运 至 江 南 的１８０４

年，“满洲”总共的大豆和谷物剩余仅有７００万石 （艾仁民，２００７：８章）。更为

重要的是，并非所有剩余都被输出。２０世纪以前，不充分的 运 输 能 力 阻 止 了 农

产品自由地运离 “满洲”③。直到１８９０年，移垦的农民还因为缺少到达外部市场

的途径而必须烧掉过剩的可供人食用的农作物或用其喂猪 （满史会，１９９０：３３）。

一块１８４３年立在上海豆饼协会大门口的石碑上清楚地写到：“上海为阜通货

贿之区，其饶衍者莫如豆，由 沙 船 运 诸 辽 左 山 东。” （上 海 博 物 馆，１９８０：２８２）

很明显，“满洲”从来不是上海单独的豆制品供应者。运至上海的 “北货”甚至

①

②

③

山东是大豆生产的主要地区。东 北 大 豆 农 业 的 发 展 也 很 大 程 度 上 归 因 于 山 东 移 民 的

知识技术 （加藤繁，１９５３：６８８～６９９）。

艾仁民提醒我关注 “满洲”海港从 初 冬 到 春 末 的 封 冻。即 使 在 解 冻 时，不 合 适 的 风

向也会使得农历６月到７月间的沿海航行中止。见注③。

我要感谢艾仁民，他在一份电子邮件中 （现在是在他的书中）提供了关于 “满洲”航

行不可思议的困难的下列说明：

从内地到牛庄———营口的 货 物 运 送 活 动 在 夏 末 开 始，在 晚 冬 的 农 历２月 结 束。在１８６４、

１８６６和１８７７年到 “满洲”游历过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教士记录说：“在冬季大量的农作物聚向海港，

在那里囤积等待开港后海运。”在大豆和谷物收获以后，内地商人赶在气温下降使得辽河冰冻

前将货物运往通商港口的疯狂 冲 刺 则 已 开 始。一 旦 冰 冻 使 得 河 运 变 得 不 可 能 的 时 候，商 人 们

就改用速度慢一些的马拉或骡拉 的 大 车 队 穿 过 冰 冻 的 路 面 甚 至 河 面。尽 可 能 多 地 向 海 岸 的 运

货活动必须在春季前完成，因为那时陆运和河运将变得危险。春季的解冻会使土路变得泥泞，

满载的大车很难通行，并形成吃水浅的驳船通过时要面对的危险急流。

当这一季的谷物和大豆在初 冬 时 到 达 牛 庄 的 时 候，港 口 开 始 封 冻 了 起 来。谷 物 和 大 豆 必

须在港口解冻、海船可以重新进 入 港 口 前 被 储 藏 起 来。到 了 春 季 的 急 流 在 夏 初 减 缓 时，储 藏

在内陆城镇仓库中缺少足够大车 和 驳 船 运 输 的 大 豆 和 谷 物 就 会 被 打 开 并 运 到 海 边。这 时 大 商

人和大商船主便开始从奉天将 大 豆、谷 物 和 一 些 其 它 商 品 运 到 山 东 和 江 南 的 市 场 上，抢 在 农

历六七月风向开始转向不利且沿海货运活动将中断到农历八月之前 （艾仁民，２００７：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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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经过江苏北部淮安关的商品。这一关口向江南输出了大量豆制品。①

包世臣夸大的趋向也显现在他对于上海沙船船队运载能力的计算上。他声称

在上海大约有３５００～３６００艘沙船，其中最大的具有３０００石的运载能力。每艘每

年都能到东北或天津做３～４次的往返航行 （尽管他没有挑选东北作为唯一的目

的地）。但是根据清政府２０年后的一份计算：“有不少于１３００～１４００艘沙船仅能

运载２０００石”，或 “不少于１２００～１３００艘沙船的运载量在１０００到３０００石之间”

（吴承明和许涤新，１９８５：６５４）。尽管这两组数据并不完全一致，但它们都要比

包世臣提出的数据低得多。施彦士———海运的另一个支持者提供了更为矛盾的数

据，简列于下：

所云头号沙船 不 过 五 六 十 号。海 船 不 过 带 米 四 百 石。此 乃 有 意 从 少 而

言。若实计全数。则沙船大者二三千石。即慎重正供。七分装载。亦可装一

二千石。况其余次号沙船。力胜一千余石者。亦不下千有余号。（《皇朝经世

文编》，４８．１４）

海运反对派对沙船及其运载能力有意图地贬低很有可能是在和包世臣之类支

持者的夸大相斗争。双方估计的差距在１００倍以上！

自幼呆在海商中的谢占壬是一个和包世臣一样的海运热心支持者，而且他对

于这方面知识更加丰富。他这样解释何以大沙船不适合于贸易：

江南海船。赴天津路程。必由吴淞江出口。至崇明南畲山向东北驶过浅

沙。而至深水大 洋……江 南 海 船。名 曰 沙 船。以 其 船 底 平 阔。沙 面 可 行 可

泊。稍搁无碍。（《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１０）

吴淞口外之铜沙、大沙、三角沙、丁家沙、阴沙五条沙。皆涨于水底。贴

于西岸。而沙脉之东。海面深阔无涯。舟行至此。只须向东开行。以避其浅。

谙练者定之以更香。辨之以泥色。量风潮之缓急。测海面之程途。趋避原有适

中之方。所谓驾轻就熟也。不谙者或避之太过而迂远焉。则遇风而骤难收岛。

或避之不及而浅搁焉。则弃货以保人船。（《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９）

大沙船或者载重过多的沙船不能轻易通过扬子江口的沙洲。保险地假设大部

分包世臣所言的最大的沙船运载能力略多于２０００石，仅有极少量巨型的沙船能

运３０００石。剩下的更少。根据我最好的估计，平均每艘沙船的运载量也大约在

２０００石以下，因此包世臣所言的３５００～３６００艘沙船每年往返四五次的最大运载

量在２４００万石以下。

① 在谢占壬关于对江南与中国 北 部 间 航 运 具 有 首 要 意 义 的 江 南 沙 船 的 讨 论 中，他 提 到

这些船只频繁地驶向淮安。（《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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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辩解李伯重以关 东 石 将 包 世 臣 报 告 中 的１０００万 石 转 化 为２５００万 石 的 时

候，彭慕兰声称：“李伯重的解释与足立启二关于此贸易中船只数量、载重能力

及其每年往返次数的估计相当一致。”（彭慕兰，２００２：５８４）然而足立启二几乎

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明，他的估计仅依赖于包世臣的计算而并未考虑其夸大的

趋势，足立启二也没有理解那时的沙船不能满载。包世臣的一篇文章对此方面有

所披露：

予尝问其每岁漂没之数，总不过千百分之一。而遇飓风松仓在其中。松

仓者，巨浪入仓，豆见水即胀大至倍。恐船膨裂，故酌弃其半于海以松之。

［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２］

尽管包世臣试图将海难的损失最小化，他关于松仓的描述提醒我们关注沙船

满载是危险的。① 这是为何施彦士提出下列保险的估量：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石载量的大

沙船仅能运载１０００～２０００石。魏源———道光朝最突出的海运支持者之一也相信

运载能力 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石 的 沙 船 仅 能 平 均 装 载１０００石 （《皇 朝 经 世 文 编》，

４８．２３）。如果按照每艘沙船仅能运载其载重能力 的５５％计 算，最 大 运 载 量 将 从

包世臣计算的２４００万石缩减至不超过１３００万石。因此包提供的 “千余万石”是

一项粗糙的估计。②

更何况这一数据还是依赖于每艘沙船每年在 “满洲”和江南之间往返三四次

这样一个令人怀疑的假设。谢占壬谈到了江南和天津之间海运的季节变化。根据

他的说法，一艘沙船在夏季进行一次向北航行需４０天以上。在秋季，南来的航

行要２０天，而北往的则要３０天。在冬季，沙船做一次危险的向南航行约需要半

个月。在春天，一艘沙船可以在大约２０天里完成一次北航，但是必须在天津等

待可以返航的合适风向到秋天 （《皇朝经世文编》，４８．２３）。“满洲”在天津的北

方，由于港口的封冻使得冬季不可能航行。

让我们跟随谢占壬的解释，考虑到从江南到 “满洲”的航行要远于到天津，

而且在港口要几天时间进行装载和卸载，可以看出江南沙船仅能在夏季和秋季之

①

②

尽管在包世臣的讨论中趋向 于 对 松 仓 的 损 失 不 予 重 视，在 另 一 处 文 章 中 他 承 认 松 仓

经常发生。例如，在讨论如何组织海运时，他记录到：“海运虽少漂覆之虞，然砍桅松仓事属

常有。不能不议赔偿章程以防止奸弊。”［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４．１９］

加藤繁也质疑包世臣推算的 准 确 性，他 相 信 这 是 一 个 反 映 贸 易 高 峰 时 情 况 的 粗 略 数

字 （加藤繁，１９５３：６１６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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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 “满洲”和上海之间航行两次①。如果沙船在春季北航，它就必须荒废整个

夏季的光阴在北方的港口等到秋天。因此，沙船一般可以在一年中从江南到 “满

洲”或天津之间往返２次而非４次。这一缩减就使得 “满洲”货物的估计重量低

于１０００万石。包世臣的数据只有在沙船到如山东和江苏北部更近的北方目的地

而非天津或满洲进行更频繁的往返航行时才能得到支持。

上述分析说明了包世臣将来自整个北方的货物错误地计算成了来自 “满洲”

的谷物和豆类。他夸大了江南沙船的运载能力和频率，以至于海运量也被相应提

高。即使我们承认他３５００～３６００艘的沙船数字，其关于它们运载能力的估计也

严重地被夸大。很不幸，彭慕兰和李伯重在 “满洲”到江南的输出量的 “证据”

上完全依赖于他令人怀疑的数据。因此他们的主张严重地歪曲了帝国晚期江南经

济的事实。

“满洲”大豆大量输出的时间区间

“肥料革命”理论不能经受豆饼实际输入量的严格检验。当我们考虑到农业

发展和豆饼输入的具体时段时，该理论则存在着更多的问题。在彭慕兰和李伯重

看来，因 “满洲”豆饼的输入，引发江南农业发展在１８世纪经历了一段黄金时

期。然而他们所有的论据均来源于他们自己也认为江南农业陷入衰退的１９世纪

早期的那一小段时期。②

半个世纪以前，加藤繁开创了大豆和豆饼以及 “满洲”和中国本土间贸易的

研究。足立启二也发表了这一方面的很多研究成果。令人遗憾的是，很多学者在

很大程度上对加藤繁的文章一无所知，并仅仅引用足立启二论文的前一部分，而

忽略了联系 “满洲”和 江 南 之 间 大 豆 贸 易 的 发 展 对 他 们 的 见 解 进 行 必 要 的 回 顾

反思。

①

②

谢占壬的解释使我 们 能 够 开 列 出 一 个 江 南 沙 船 将 其 航 运 能 力 最 大 化 的 旅 程 时 间 表：

它必须在夏末从上海北航并用 去 秋 季 的 头２０天 从 天 津 回 航。接 下 来 它 再 一 次 用３０天 时 间 航

向天津，而后用２０天时 间 回 到 江 南。我 们 假 设 江 南 到 “满 洲”之 间 的 航 行 用 了 同 样 多 的 时

间。如果我们再加上在港口装载 卸 载 的 几 天，那 么 在 这 一 年 中 这 艘 船 将 没 有 时 间 做 另 一 次 北

航。另外在它春季或夏季航向北方以后，它必须等到秋天才能再驶回来。根据在１８世纪后半

叶 （译者注：应为１９世纪）去过 “满洲”的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教士所记述，夏初是商人们运载 “满

洲”货物由海路航向山东或江南的好时机 （见１０１页注③）。在这种情况下，一艘沙船在夏季

能够做一次往返航行。但是，沙 船 不 能 在 秋 季 做２次 往 返 航 行。因 此，一 年 中 从 江 南 到 “满

洲”或天津间进行３次往返航行，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

我感谢艾仁民提醒我关注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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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饼在明代晚期就在江南地区使用，然而仅仅到了１８世纪晚期才随着中国

北部，特别 是 “满 洲”豆 饼 的 输 入 开 始 在 该 地 区 流 行 起 来 （足 立 启 二，１９７８）。

如笔者上面所述，满族政权在清代早期严禁 “满洲”粮食向中国本部输出。但是

在１８世纪， “满洲”开始出现大量余粮。而在同一时期，山东省的 粮 食 严 重 歉

收，急需输入粮食。从１７４７年到１７４９年，清政府暂时解除了 “满洲”的海上贸

易禁令，允许商人将粮食从 “满洲”海运到山东。在１７４９年，清政府也开始允

许一定量的大豆和豆饼通过山海关外运，其限量是：大船每船装运２００石，小船

每船装运１００石。在这样的限制下，大豆和豆饼的全面贸易是不可能发展的。在

１７７２年，清政府最终取消了对海运大豆和豆饼的 全 部 禁 令。因 此，尽 管 税 率 迅

速增长，大豆和豆 饼 开 始 成 为 “满 洲”向 江 南 地 区 输 出 的 主 要 商 品 （加 藤 繁，

１９５３：５９６～６０３）。

然而根据足立启 二 所 述，很 多 情 况 导 致 了 江 南 地 区 大 豆 和 豆 饼 的 输 入 量 在

１９世纪中期直线下降。首先，江南地区的大宗产品稻米和棉花的价 格 在 其 它 商

品价格上涨时开始出现一段时间的下降。１８４０年达到顶点的棉花价格在１８４４年

以后迅速下降。乾隆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和嘉庆 （１７９６～１８２１）两朝持续攀升的稻米

价格在嘉庆末年也是下降。到了１８５０年，棉花和稻米价格相对于它们在１９世纪

初的最高点下降了５０％，并在１９００年以前继续下跌。豆饼作为一种肥料是昂贵

的。农民仅有在其产品增加的市价高于其肥料投资价时才会购买它。当其农产品

价格开始自行下降时，继续用它作为肥料变得并不理智。同时广东和福建省高利

润的糖料作物需要大量的豆饼。１９世纪后半期的高糖价使得豆饼销售转而 流 向

广东和福建。

另一个因素是海运的变化。在太平天国运动以前，中国的沙船垄断了豆饼和

大豆的流通。为在上海以北浅海航行而造的沙船并不适合在岛屿多、浪头高的上

海以南海域航行。相反，岛船适合在上海以南海域航行而非以北海域。① 足立启

二讨论了在汽船通航的１８６０年以前，已经高度发达的广东和福建在豆饼供应上

与江南地区竞争的地理劣势和技术限制。因此上海是舢板船运载 “满洲”大豆和

豆饼的主要目的地 （足立启二，１９７８：３７４～３７８）。

然而在清政府因外国支持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而对外国轮船开放大豆和豆饼禁

① 包世臣清楚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出吴淞口，迤 南 由 浙 及 闽、粤 皆 为 南 洋。迤 北 由 通

海、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 北 洋。南 洋 多 矶 岛，水 深 浪 巨，非 岛 船 不 行。北 洋 多 沙 碛，水 浅

礁硬，非沙船不行。小岛船亦吃水丈余。沙船大者才四五尺……岛船断不能越吴淞而北”［包

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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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的１８６２年，上海的大豆贸易开始遭受到打击。足立启二强调国外竞争的介入

提升了 “满洲”地区大豆和豆饼价格，并迫使大多数中国沙船退出经营。外国公

司可以使用蒸汽船将大豆和豆饼越过上海直接运往广东和福建。根据 《英国驻华

领事商务报告》，足立启二论证了在１８８４年９０％的大豆和豆饼被从 “满洲”的牛

庄和山东的芝罘这两个北部港口运往 （广东的）汕头和 （福建的）厦门。仅有不

到５％运到上海，这一部分中的很多还被转运往南方。１８７５～１８７７年输出或转运

出的大豆和豆饼总数超过了输入总数，这标志着江南地区也开始从上海输出了一

小部分本地生产的大豆制品 （足立启二，１９７８：３７２～３７３）。

同时，通过内河和大运河的内部运输为一种叫 “厘金”的针对国内商业行为

的新型税收体制所阻碍。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资金需要而设立这一税

制。在１８５４年，这一税种于江苏第一次征收的时候，税率尚轻，但以后持续加

重。到了１８７５年，大豆贸易所须纳税是其最初标准的３０倍；豆饼税也在十倍以

上。更有甚者，江南地区有很多本地的厘金站。因为大豆和豆饼在通过内河和大

运河时被重复纳 税，经 水 陆 进 入 江 南 地 区 的 这 些 商 品 的 数 量 急 剧 下 降。简 而 言

之，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里，江南农民因豆饼收入的获益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

了 （足立启二，１９７８：３５～６３）①。

在２０世纪初期，江南地区的 “满洲”豆制品输入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大幅度

上升；但是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在１９３２年成立，这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江南和 “满

洲”间的贸易。到了约翰·巴克发表其著名的中国土地利用报告的１９３７年，“满

洲”豆饼向江 南 的 流 通 已 经 急 剧 下 降。② 事 实 上，在 巴 克 详 尽 的 肥 料 使 用 研 究

中，其只是偶尔才提到豆饼。这说明了豆饼很少被使用。

①

②

足立启二直接了当的计算 也 许 在 好 多 方 面 过 于 简 单。例 如，他 对 于 南 北 洋 间 海 运 的

困难评价过高，并未记录很多 南 船 在１８５０年 以 前 到 达 过 “满 洲”。而 且 他 并 不 知 道 大 量 “满

洲”货物被那些南船分运往福建和广东，他扩大了１９世纪５０年代以前上海输入的豆饼数量。

他也夸大了１８６２年以后 外 国 汽 船 对 贸 易 的 垄 断，因 为 沙 船 还 在 继 续 运 输 一 部 分 “满 洲”豆

饼。然而，他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在１９世纪时豆饼贸易所经历的一次限制变化。

在２０世纪早期，土地开垦、移民、农业商品化及现 代 化 工 程 等 一 系 列 活 动 戏 剧 化 地

增加了 “满洲”豆饼的总产量。“满洲”的大豆产品，在外国公司的推动下开始在世界市场上

迅速流行起来。但是从１９２９年开始，世 界 范 围 的 经 济 萧 条 严 重 地 削 减 了 外 国 对 豆 饼 的 需 求，

大豆价格直线下跌。在作为主要 出 口 市 场 的 日 本，化 肥 逐 渐 取 代 了 豆 饼。因 国 外 市 场 不 再 具

有吸引力，“满洲”大豆产品必须重新打通中国南部市场。在１９２８年，输出到上海的 “满洲”

大豆产品总量达到１３９１１２吨。在１９３１年，达到３３８１８５吨，这 是 一 个 创 记 录 的 数 字。然 而 在

１９３２年 “满洲国”成立后，民族主义的中国政府对 “满洲”产品征 收 了 关 税。因 此，１９３３年

时仅有３２５４９吨 “满洲”大豆抵达上海，２年内下降了９０％。在１９３４年 的 前９个 月 中，这 个

数字下降到了１３０９５吨 （满史会，１９９０：５６０～５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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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研究表明自１８世纪以来， “满洲”豆饼的输入 是 不 稳 定 的。更 重 要 的

是，在 “肥料革命”被声称发生的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早期，“满洲”豆饼的急剧

增长比足立启二所声称的更为短暂。在道光朝 （１８２１～１８５０），江南地区的官方

大量调查显示：豆饼贸易的利润低下以及沙船数已经跌落到大约１４００艘。即使

到了贸易恢复及沙船数增加到了大约３０００艘以后，这些船中也仅有约２０００艘可

以运输１０００石以上的货物 （吴承明和许涤新，１９８５：６５４～６５５）。姜皋在１９世

纪３０年代 的 作 品 中 报 告 说 松 江１８２３年 因 洪 水 而 粮 食 产 量 急 剧 减 少 ［姜 皋，

（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１１］。１８２３年以后农业的萧条可能直接 导 致 了 贸 易 的 衰 落 及 因 此

引发的航运能力下降。相反，如上所述，包世臣在１８０４年估计有３５００～３６００艘

沙船，大的能运３０００石而小一点也至少能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石———总航运能力达到

道光朝最高点的三倍。我们权且假设他所说的有道理，并承认他目睹了海运的空

前繁荣，但这一繁荣并没有持续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

李伯重的研究终止于１８５０年。尽管其并未承认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以后海运的

严重下降，他在一处很长的脚注中提到了输入在１９世纪５０年代后的降低 （李伯

重，１９９８：２１０ｎ３８）。但是彭慕兰认为豆饼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都一直持续影响

着江南农业。他被珀金斯关于明代末期肥料应用程度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相同的错

误计算所误导 （珀金斯，１９６９：７３）。这其中隐含意义很明显：如果在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没有更多肥料被应用，尽管人口和猪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倍，有近半数的可用

肥料没有被使用。珀金斯的发现使彭慕兰受到启示：豆饼代替了那些没有被使用

的肥料。

很不幸，珀金斯未 被 经 过 严 格 检 验。他 有 关 晚 明 的 数 据 是 依 据 陈 恒 力 针 对

《沈氏农书》的研究，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数据则是根据约翰·巴克关于中国南

部土地使用的研究。但是这两项研究都不支持他的观点。这本农书的作者沈氏也

许是他那个时代 最 富 有 的 经 营 地 主 之 一，① 他 所 描 述 的 是 他 自 己 田 园 的 农 业 实

践，或者说他的农业改进思想要领先于他那个地区的一般水平。他关于投入大量

肥料和劳动而实现更高产量的方案提倡每名劳动力应使用更多的肥料 （陈恒力，

１９８３：２９）。一份来源于他所在地区的清初原始材料报告：“有财力的农民每年在

他们的稻田施肥二次，平均亩产二石；没有财力的农民每年仅施肥一次，亩产更

低。”（凌介禧，《程、安、德三县民困状》；转引自：李伯重，１９８４：３７）。

① 陈恒力在双林镇的一份地方 志 中 发 现 了 一 个 很 像 沈 氏 的 人，这 份 方 志 记 录 着 这 个 人

在一次灾荒中设立了一处 粥 棚 向 饥 民 提 供 粥 饭 （陈 恒 力，１９８３：２）。尽 管 沈 氏 田 园 的 大 小 难

以推测，然而仅有最富裕的人才能在粮食歉收时有足够的余粮去独立供应一个粥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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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农场的生产率与一般农村生产率之间矛盾是很突出的。沈氏农书中提出

在他的田园中每亩稻田可以平均生产３．０２５石稻米，而明代的其它农书报告说每

亩稻田仅有１．２石的产量 （罗仑，１９８９：２３～２４）。根据何良俊的计算，１６世纪

中期松江西部最肥沃的稻田可亩产３石，一般的亩产２．５石。与此同时，东部松

江的稻田在好年景也只能亩产１．５石 （何良俊，１９５９：１１５）。而在松江地区从豆

饼中获益达到 顶 峰 的１９世 纪 初 期，该 地 区 西 部 最 好 的 土 地 亩 产 稻 米３石；在

１８２３年以后，同样的土地刚刚能达到２石 ［姜皋， （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３～４］。平望

镇１８８７年编写的一份地方志报告说该地亩产仅仅比２石略高一点 ［《平望续志》，

（１８８７）１９９２：１．１］。

换句话说，沈氏土地的生产率比平均水平要高。１９世 纪 早 期 的 大 多 数 江 南

地区农民即使在使用大量豆饼时才能勉强赶上沈氏的生产率。珀金斯把来自明末

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两项数据并列并未表现出有财力的明末农民在肥料使用上可

以追赶上沈氏的水平，也不能使我们计算出明末所施用的肥料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相等。相反，他表明了因人口和牲畜数增加而增长的可用肥料数使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普通农户的施肥总数可以比得上明末的一个最富裕的经营地主。这些说明了更

多的肥料被使用了———或者像彭慕兰假设的那样，这些肥料被豆饼取代了。

以上分析说明了１８世纪８０年代到１９世纪１０年代间，海运到江南地区和到

浙江的 “北货”大 约 有１０００万 石。其 中 “满 洲”的 豆 制 品 总 共 不 到１００万 石。

但是通过把标准石转变为 关 东 石，李 伯 重 计 算 出 在 道 光 朝 以 前 到 达 上 海 的 “满

洲”豆制品有１０００万 石；到 了 道 光 年 间，这 一 数 字 上 升 到 了２０００万 石 （李 伯

重，２０００：３５９）。因此他声称江南地区使用的肥料总量中四分之一是豆饼 （李伯

重，１９９８：４９）。再加上对于输入总量的夸大，他忽视了从嘉庆朝到道光朝海运

能力的迅速缩小。接着彭慕兰大量利用李伯重的研究成果，严重地夸大了从 “满

洲”输入的豆饼数，以至于他试图提出一个更加令人怀疑的估计。更有甚者，他

将江南地区从 “满洲”输入的豆饼中获益的时期从三四十年扩展到两个世纪。通

过这种方式，两位学者构建了江南农业的一幅不真实的玫瑰色画卷。

肥料革命，还是肥料危机？

尽管 “满洲”豆饼输入的重要性被夸大，豆饼如很多地方志记载的那样，毫

无疑问是清代一种广泛使用的商品化肥料。但是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我们能否

将它描绘成一场 “肥料革命”？

针对这个问题，我 在 表３中 收 集 了 从 晚 明 到 晚 清 饼 肥 用 法 的 证 据。如 表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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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豆饼在晚明作为几种饼肥之一开始崭露头角，并在清末开始占据支配地位。

在晚明早期，饼肥被用做基肥，并被推荐大量使用。接下来它被用做对其它肥料

的补充，因此建议使用量也降了下来。

这种变化可以解释为两方面因素发展的结果。首先，以豆饼为主的饼肥自晚

明以来用法渐 趋 广 泛，大 大 增 加 了 其 需 求。当 供 不 应 求 时，豆 饼 价 格 上 升。因

此，把豆饼作为基肥在经济上开始变得不合理。①

表３　从晚明到晚清饼肥的使用

时间 基肥 追肥 用量 作者

晚明
芝麻饼 和 豆 饼 加 粪

肥，或棉籽饼

棉籽 饼３００斤，或 芝 麻 饼

和豆饼加粪肥３０斤
徐光启

晚明 饼肥 ０．３石或约４２斤 （Ａ） 沈氏

清代早期 菜籽饼 １０斤 （用于麦） 张履祥

晚清 豆饼 ４０～５０斤 姜皋

资料来源：徐光启，１９７９：１４３；陈恒力，１９８３：３５；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７ｂ。

Ａ：对于豆类，１石等于１４０斤 （李伯重，１９９８：ｘｖｉｉ）。我 利 用 这 个 比 率 将０．３石 转 化 为

４２斤。既然饼的比重也许和豆的不同，转化的斤数也许不正确，但是它可供参考。

其次，关于豆饼的知识变得更加成熟。徐光启的 《农政全书》中将饼肥介绍

为基肥。在出现得比它更晚的 《沈氏农书》中，特别地指出在以牛粪肥为基肥时

应将豆饼或者豆渣作为一种追肥。据陈恒力言，现代科学研究证实沈氏的建议是

很好的：牛粪肥中 的 主 要 成 分 是 缺 乏 氮 元 素 的 纤 维。更 有 甚 者，它 分 解 得 特 别

慢，以至于延迟了它效用的发挥。因此，含有足够氮元素的豆饼和豆渣是对于牛

粪肥缺点 的 必 要 补 充 （陈 恒 力，１９８３：６５）。在 清 代，这 一 法 则 得 到 广 泛 承 认。

除了桑田以外，我们很少看见豆饼被作为一种基肥。姜皋在其写于１９世纪初期

的作品中，将使用 追 肥 的 过 程 分 为 两 个 步 骤：在 基 肥 被 用 尽 以 后，应 使 用 猪 粪

肥；接下来在庄稼将要成熟的时候，他建议追加豆饼。尽管他描述过很多贫穷农

民在整个生长期内负担不起这种猪吃的豆饼的增加，但他还详尽地警告说：“豆

饼的效用仅能持续很短时间，而且它也能使土壤硬化。这种情况的发生会导致歉

收。”（《光绪松江府续志》，５．２～３）

姜皋的建议反映出清代对于 “慢效肥”和 “速效肥”的普遍认识。河泥和牛

① 豆饼的使用方式也反映地区 间 差 异。将 豆 饼 记 述 为 基 肥 的 徐 光 启 拥 有 北 方 农 业 的 重

要经验。同时，沈氏和姜皋只讨论江南地区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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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肥属于那种效果可以持续整个生长季甚至一年的慢效肥。因此，它们经常被作

为基肥来增进土壤成分。豆饼被认为是用在植物生长期的最后冲刺阶段刺激其生

长的速效肥。在以豆饼替代粪肥的讨论中，彭慕兰忽略了一项大众化知识，那就

是对于豆 饼 使 用 的 重 要 限 制：即 使 其 供 给 充 足，豆 饼 也 不 能 提 供 原 有 肥 料 中

５０％～７０％的养分并使得后者过剩。黄宗智就是从这一点上批评彭慕兰：说明豆

饼被用做 其 它 肥 料 的 附 加 肥，因 此 是 补 充 了 而 非 替 代 了 粪 肥 （黄 宗 智，２００２：

５０８）。

李伯重早期的研究证实了黄宗智的观察。根据李伯重１９８４年的研究，到了

明代晚期，更多劳动力的投入已经不能够增加粮食产量。在清代，增加以肥料为

主的资本投入成为粮食生产增长的重要方式。但是更多的肥料使用并没有显著地

提高生产效率：从明代晚期到清代，生产一石稻米所需要的肥料从 折 合 豆 饼５３

斤上升到了１１２～１１８斤，上升了１１０％～１２０％。在肥料投入上的投资补偿消耗

殆尽 （李伯重，１９８４：３４～３６）。

当豆饼替代传统肥料时，它可以节约大量的劳动。但是像在清代发生的情况

一样，豆饼作为传统肥料的一种附加肥，则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一场

肥料革命或者单纯的农业改良的结果，豆饼对于传统肥料的追加必须产生显著的

产出增长以覆盖其更多的生产成本。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江南地区从明代到清代的

亩产量有明显的增加。如表４所示，明末清初的资料普遍记录有３石的亩产量，

而这在除清末以外的１９世纪已经很少见。

表４中的数据有力地支持了黄宗智关于 “从明代到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稻米产量很 少 或 几 乎 没 有 提 高，始 终 在１～３石 之 间 徘 徊”的 论 断 （黄 宗 智，

２００２：５０８）。在与黄宗智的争论中，彭慕兰不必要地将此问题与 “从１３００年到

１８００年英国每英亩产量在１０～２４蒲式耳之间徘徊”的讨论相混淆， “这很像黄

宗智对于江南地区的描述”（彭慕兰，２００２：５８２～５８３）。彭慕兰所引用的数据过

于简单。诺福克北部地区在中世纪时每英亩小麦产量就达到了２０蒲式耳，尽管

其它地区的平均产量仅有每英亩１０蒲式耳。５００年后，国内 平 均 每 英 亩 小 麦 产

量才达到２２蒲式耳 （彭慕兰，２００２：５８３）。换句话说，在５００年间，英国国内

平均每英亩小麦产量超过了中世纪最高水平２蒲式耳，并几乎是中世纪平均数的

２倍。相反，我们的数据显示：在３００年间，松江这一相同的地域内最好田地中

的产量没有增加。我们也没有发现关于１８世纪到１９世纪间平均产量上升至赶上

明代最高水平的任何证据。彭慕兰所声称的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农户在早期

取得了很高的产量，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它农户逐渐追赶上了他们的产量

水平”是没有根据的 （彭慕兰，２００２：５８２～５８３）。事 实 上，这 种 “追 赶 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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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

彭慕兰接着质问：如果在没有产量增加和劳动力节约的情况下，为何农民还

会坚持增加肥料 （彭慕兰，２００２：５８３）。１９世纪早期 在 松 江 生 活 的 姜 皋 对 此 做

了一个简单的回答：“地力开始变薄。”农民用来保持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是使用更

多肥料 （因此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尽管边际报酬会降低。否则，收成将不

能补偿生产成本 ［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３～４、１３～１４］①。这正是黄宗智所说的

“内卷化”，而非真正的发展。②

表４　从明代到清代的稻米产量

地区 时间
生产

（石／亩）
来源 （引自）

上海 弘治年间 １．５～３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２０

松江 １５７９年以前 １．５～３ 何良俊，１９５９：１１５

海盐 １６２２年以前 ２．５ 《海盐图经》，１６２２

苏州 １６４４年以前 １～３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１０

湖州 １６４４年以前 １．５～３ 《沈氏农书》

湖州
明代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
２ 《石柱记笺释》，卷一，引自 《真隐斋稿》

苏州 １６７２年以前 １．５～３．６ 《思辨录辑要》

桐乡 １６７４年以前 ２～３ 张履祥：《补农书》

①

②

我们也需要注意：在明末 清 初 时，将 小 麦 作 为 第 二 季 作 物 种 植 是 被 强 烈 推 荐 的，但

是到了清代中期以后，小 麦 的 种 植 则 不 再 被 看 重。陈 恒 力 为 此 变 化 提 供 了 二 个 解 释：首 先，

因为桑树种植越来越流行，农 民 们 将 精 力 投 入 到 桑 田 之 中 而 忽 略 了 稻 田；其 次，在 晚 清，麦

豆的价格下跌了 （陈恒力，１９６３：１６０～１６１）。但是这一解释并不能令人认 同。在 没 有 桑 树 种

植的松江，小麦种植面积也缩小了。姜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说法：“将小麦作为

二季作物耗尽了土地的 肥 力，在 同 一 块 土 地 上，如 果 小 麦 被 种 植，则 水 稻 的 收 获 量 就 会 下

降。”［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１０］他首要关注的是土地的肥力。

黄宗智区分了 “三种农村 经 济 变 迁。首 先 是 单 纯 的 密 集 化，产 出 或 产 值 以 与 劳 动 投

入相同的速率扩展；其 次，过 密 化，总 产 出 以 单 位 工 作 日 边 际 报 酬 递 减 为 代 价 的 条 件 扩 展；

第三，发展，即产出快于劳动投入，带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的增加”（黄 宗 智，１９９０：１１）。

他将１３５０～１９８０年江南农业的增长理解为一种不成比例的劳动投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在土

地中更长时间地工作，尽管他们 每 小 时 只 能 得 到 更 少 的 产 出。这 不 是 发 展 而 是 内 卷，或 者 叫

“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１９９０：１１～１７）。



◎
中
国
乡
村
研
究

１１２　　

湖州 １６７４年以前 ４～５ 张履祥：《补农书》

湖州
康熙年间

（１６６２～１７２２年）
２ 《程、安、德三县民困状》

苏州、松江、

嘉兴、湖州
康熙年间 １．５～２．５ 《切问斋文抄》，第１５卷

海盐 １７４７年以前 ２．４～２．５　 １７４７年数合得

苏州、湖州
乾隆年间

（１７３６～１７９５年）
２ 《皇朝经世文编》，第３８卷

嘉兴 乾隆年间 ２ 《浙江通志》

松江 １８２３年以前 ？～３ 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３

松江 １８２３～１８３４ ？～２ 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３

苏州 １９世纪早期 ２～３ 包世臣

华亭 光绪年间 ２ 《华亭乡土志》

松江 １８８３～１８９１年 １．５～３ 李文治，１９５７：６１９

上海 １９０７年以前 １～４ 李文治，１９５７：６２０

来源：闵宗殿，１９８４：５１～５２；李文治，１９５７：６１８～６２３。

更为重要的是，李伯重假设清代文献中所描述的理想化或最大化的肥料投入

量就是普通农户所使用的实际量。一部李伯重所严重依赖的文献——— 《松江府续

志》引用姜皋对于肥料三重利用的介绍：首先，用绿肥，接下来是猪粪肥，最后

是豆饼肥。但是它立刻指出这并不是一种典型的实践：

通膏壅惟富农有之。若贫农荒秋糊口尚艰，奚暇买草子撒田 （为生产绿

肥）为来年膏壅计。又无力养猪 （为生产猪粪肥），只赊豆饼壅田。其壅力

暂而土易坚，故其收成每歉。（《光绪松江府续志》，５．３）

江南地区肥料平均使用数量的上升标志着地力的下降：它需要比以往更多的

贫困农民几乎买不起的肥料来维持。因此，李伯重给出的数字越大，肥料需求和

其实际应用间的缺 口 就 越 大。李 伯 重 的 计 算 揭 示 了 一 场 肥 料 危 机 而 非 一 场 肥 料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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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地缘优势”论的一个问题

彭慕兰并没有认识到：提及输入的 “满洲”豆饼提供了相当于江南地区粪肥

２０％～３０％甚至５０％～７５％的养分，会背离了 其 对 于 “地 缘 优 势”论 的 主 要 讨

论。他主张因为有了北美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英格兰脱离了在现代早期造成西欧

和江南发展缓慢的内卷化牢笼。否则，英格兰也会效尤 “中国的模式”（彭慕兰，

２０００）。但是，如果如彭慕兰和李伯重所声称的那样，“满洲”提供给江南地区大

量的肥料，它是否能够提供给中国如英格兰所享有的那种 “地缘优势”？

正如我已经描述的，肥料需求的上升导致了江南地区１９世纪初的肥料短缺。

豆饼是对于这场危机的一种消极解决方式。在它被从 “满洲”输入到江南地区以

前，其早已被从中国北部其它地区和江苏北部运到江南。很多豆饼也许是江南地

区自己生产的，这反映出该地区谷物轮作的变化 （对此我将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

加以讨论）。但是由于豆饼在该地区是在原有的农地上生产，生产增长的潜力有

限。“满洲”大量的未垦地提供了一笔真正的横财，代表着江南地区 “地缘优势”

的一 部 分。在１９３１年，全 世 界 的 大 豆 总 产 量 是８００万 吨，其 中 的６６．３％来 自

“满洲”。因此 “满洲”生 产 了 大 约６０００万 石 大 豆 （杨 光 震，１９８２：８３）。２０世

纪早期，“满洲”大豆 （主要在外国控制下生产）能够供应世界上至少一半的需

求。如果这样巨大的经济潜力被更早一些成功开发，“满洲”大豆将会潮水般涌

入江南地区，而 李 伯 重 的 错 误 数 据———２０００万 石———则 会 变 为 事 实。在 如 此 充

足的供给下，江南地区不仅会取得急需的豆饼肥料也会取得刺激猪粪肥料生产的

猪饲料，肥料危机则会基本消失。

煤是 “满洲”供应给江南地区的另一种资源。在彭慕兰看来，英格兰地理运

气的一个方面就是可以得到大量的煤；相反，在江南地区和江南商人们可以轻易

到达的地区都几乎没有煤。从中国西北地区向江南地区运煤的成本问题看来是不

可克服的 （彭慕兰，２０００：６４）。然而早在１７４５年一个叫和其衷的帝国官员就报

告说在相对靠近海港的奉天 （辽宁中部地区）发现有充足的煤矿。他力主开采这

一大自然的施舍以解决该地区的材薪短缺 （《皇朝经世文编》，３５．１～２）。如果

“满洲”的煤被运到江南，则如卜凯后来所说①，以前作为燃料的麦秆 和 农 田 里

① 卜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记录到 “从国家经济的立场来看，大量国内使用的豆饼被输出

也许是有益的，例如从满洲……但 是 如 果 中 国 其 他 大 量 损 失 的 肥 料 和 有 机 物、庄 稼 杆 及 剩 余

物被用来喂养牲口而非烧作燃料，将足够饲养更多动物”（卜凯，１９３７：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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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残留物将会被作为公牛和水牛的饲料。这将不仅为农民生产更多的肥料，而且

还会以耕牛的形式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劳力。如方行的研究显示，１９世 纪 初 期 的

一户普通农户的总生活费用是９３２９６文，花费在燃料上的总数是８６４０文———占

总数的９％以上且是所占生活费总数８３％的食品消费之后最大的财政开支 （方

行，１９９６：９７）。包 世 臣 在１８０９年 抱 怨 说 薪 材 的 价 格 上 升 了４倍 ［包 世 臣，

（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１．１１］。在如此严重的一场燃料危机的光景里，“满洲”煤炭能够

为江南经济做出巨大贡献。

“满洲”也应成为 “中国的粮仓”，京师的一个主要粮食供应地，并因此使江

南地区摆脱重税。有清一代，据推测，江南地区每年大约有３００～４００万石贡粮

被以５０００艘以上舢板船运往北京地区。这一数字相当于２００万亩稻田的总产量。

所附加的运费大约 使 每 石 粮 价 提 高 了２～３倍，这 全 部 费 用 均 由 江 南 人 民 承 担

［包世臣，（１８７２）１９６８：３．３～４］①。由于 “满洲”靠近北京并且拥有大量肥沃

的土地，在１８世 纪，开 发 富 饶 的 “满 洲”的 意 见 就 开 始 出 现。和 其 衷 报 告 说

“满洲”的水土极为利于农业种植。粮食收获极多且价格仅是内地的一半 （《皇朝

经世文编》，３５．１）。如果清政府调整一系列在 “满洲”农业计划以取代对移民进

入该地区的禁令，如果中国的商业制度可以有效率到引导大量的资本需要去像英

国在北美一样开发边疆并建立大的种植园，那么，大量的 “满洲”粮食将像潮水

般涌入北京。即使是晚些时候被俄国夺走的西伯利亚南部也比近代早期的英国到

北美大陆更容易到达帝国晚期的江南。大量的移民会缓解中国本部的人口压力。

尽管我们没有在此虚构的发展图景中看到任何工业革命的征兆，它至少可以提供

给中国更多用以回应西方冲击的资源。

那么，为什么这种发展没有发生？为什么很多江南的富裕农民坐视自己的财

产价值消失，如地价下跌，而不能引导他们的资本开发富饶的边疆？为什么 “满

洲”提供的可以无愧地称之为中国 “地缘优势”的机会这样被白白浪费？

对彭慕兰所声称的 “英国与其它发达地区在近代早期面临着相同的挑战”作

出一个评价显然超出了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但是应注意的与本文相关的一点是

他忽略了：这些地区也与英格兰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包括地缘优势。内在的发展

决定了哪些社会可以利用外生的机遇。

例如，彭慕兰和李伯重频繁地引 用 托 马 斯·史 密 斯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ｍｉｔｈ）关 于

德川时期日本肥料利用的文章 （史密斯，１９５９：８２～８３、９２～９４、１０１～１０２）以

① 姚文然在１８５１年也讨论说 “卖一石米到京师将在运输方面消耗数石”（《皇朝经世文

编》，２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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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他们关于江南的案例，假设德川时期的日本和清朝晚期的江南一样都是遵循

一种以 “集约型水稻农业和商品化经济”为标志的相同的东亚模式。但是日本自

１９世纪晚期以来的工业发展与中国所经历的少有共同之处，它更接近英国模式，

因为像英国一样，日 本 近 代 早 期 的 内 在 发 展 可 以 使 其 利 用 外 生 的 机 遇。１８～１９
世纪的日本畿内地区和中国江南地区的商品化肥料发展的简单对比，可以准确地

说明：为何是日本，而非中国，可以在工业革命中跟随英国的引领呢？

根据荒居英次的研究，在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日本大阪地区的农民开始使

用晒干的沙丁鱼作为棉田里的肥料。接下来棉花的种植迅速由畿内地区向东海道

和濑户内海地区扩散。沙丁鱼干急剧增长的需求刺激了一些不发达地区渔业的发

展，如关东东部和九州岛西部地区。在早期，畿内地区的渔民到达这些地区并控

制了其产业。但是当地人迅速地掌握了先进的捕鱼技术，并从这些地区驱逐了畿

内渔民。外围地区向中心地区供应沙丁鱼的体系开始定型。

在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期，沙丁鱼市场的需求方面经历了一次主要的转变。

关东和东海地区的农民发现了以沙丁鱼干作为稻田肥料的价值。他们利用其对渔

业市场的控制将沙丁鱼干供应从传统上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吸引过来。

面对肥料供应的下降，畿内商人反映强烈。一些近江商人将他们的资金引向

地处北部边疆的北海道，开始了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渔业行动。利用一种契约渔业

体系，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青鱼储备和本地阿伊努人的廉价劳动力。尽管这一新兴

的边疆渔业离它的消费者更远，但这种青鱼干比传统的沙丁鱼干生产成本更低。

在德川幕府结束时，青鱼干不仅供应畿内地区而且在其它地区也取代了沙丁鱼干

［见荒居 英 次，１９８８：１１～１９；青 鱼 干 生 产 的 部 分，见 豪 厄 尔 斯 （Ｈ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５］。

畿内地区在１８世纪早期所面临的外在挑战与１９世纪中期的江南地区所面临

的挑战基本相似，其在广东和福建的竞争下失去豆饼的供应。然而畿内地区和江

南地区对于肥料危机的反映却十分不同。江南地区的商人并没有将他们的资本投

往东北边境。豆饼价格的暴涨表现出其稀缺而非充足。所谓的肥料革命仅仅使得

豆饼更加贵得难以消费 （艾仁民，２００７：第８章）。农业生产成本上涨且地价下

跌，富人变为了穷鬼①。相反，近江商人迅速地将他们钱投往了北海道，将他们

① 姜皋在１９世纪陈述说：“（在松江）地力薄的土地最贵，因为税收清且地租好收。３０
年前，一亩地在７折钱的情况 下 能 卖 到５０两 银 子，相 当 于３５０００文 铜 钱。在１８１４年 的 歉 收

后，价格下降了２０％～３０％。自 从１８２３年 以 来，价 格 每 年 下 跌。到 了１８３３年 冬 天，同 样 的

土地只能卖１００００文钱了。贫瘠的土地很难卖到１０００文钱……这显示出在我们国家里 旧 日 里

曾经富裕的水稻种植户已经变穷了。”［姜皋，（１８３４）１９６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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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依赖的传统商业肥料替换成了不仅满足他们本地需要而且供应其它地区的更

便宜的肥料。

这些截然不同的结果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满汉间民族关系的紧张确实延缓了

“满洲”的发展。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弱点不容忽视。如速水融指出，在德

川时期的日本，乡村和市镇被建立在一种对本地事务具有强大管理结构和规范力

的自发共同体之上。家族不仅是农民也是商人、武士及其他很多领域中人社会经

济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因为家族经常比任何个别的政治体制延续的时间要更长，

财富一代代地被家族所聚集并掌控，而强大的商业组织在一种稳定持久的制度框

架中形成。

相反，在中国的帝制末期，高度集中的官僚体制的国家制度破坏了自发调节

共同体的发展。没有政府官僚的支持，地方社会缺乏组织自身的足够力量。在这

种不稳定的制度框架下，商业组织不能得到充分发展。资本的成本过高，资本循

环过慢，贸易比率和资本积累更小 （速水融，１９９３：２５５～２８４）。艾仁民关于近

代早期 “满洲”经济的研究也说明了被赋予大量未开发土地的 “满洲”最终重复

了中国北部的农业模式。与英国商人在北美建立的组织良好的种植园不同，“满

洲”的土地大多被不懂得经营大农场的贫农和难民开垦①。推动大量资本需求去

开发 “满洲”的失败揭露出明清国家和江南经济的严重制度缺陷，这是值得我们

仔细思考的。

“满洲”的故事提醒我们地缘优势并非如彭慕兰所说的是英格兰所独有。相

反，使英格兰的例子分离开来的是使其可以利用其外在机遇的国内因素。江南并

不简单的是一个不幸的英格兰———它与英格兰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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